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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本体论及其视角下的南海海洋国土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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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期以来海洋位于社会边缘，海洋治理不可避免地陷入陆地中心主义。本文在批判海

洋国土治理背后的陆地本体及其领土化逻辑的基础上，将海洋重新概念化为体积空间与动态

时间邂逅的四维时空，指出海洋具有多维性、流动性、非线性和非客体的特点，并以此构建了以

体积国土、流动国土、能动国土为特征的海洋国土分析框架，进而将其运用于南海海洋国土治

理的理论和政策认知，重构了长期桎梏于陆地规范的“时间、空间和运动”观念，回应了文化和

政治地理学的新唯物主义取向。研究认为：① 在南海的体积管控上，岛礁扩建是有效的策略。

岛礁扩建使体积海洋折叠为二维领土，以偏平化控制三维空间，改变了南海的地理和空间性

质；② 在南海的流动性管控上，因海洋的流体、尺度和深度特征，以及法律边界模糊性，加剧了

维护南海海上安全的复杂性，需要考虑与之匹配的管控非法流动性的监管策略；③ 在南海的能

动管控上，需要关注渔民独特的生态伦理思想，海洋保护需要考虑不同本体间的对话和信息转

译，使保护行为更加紧密地融入到本土社会文化情境中。本文为海洋国土治理提供了来自政

治地理学的批判性视角，同时对人文地理学的人海关系研究亦是积极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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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海洋占据地球表面的7/10，对于维护全球物质系统至关重要[1]。然而相比陆域，海洋

长期被视为“自然要素”，游离于人文地理“区域”研究及主权领土的认知之外[2]。早期

海洋的人文概念，多出现在文学和艺术作品中，充斥着冒险、猎奇、传说、浪漫的地理想

象[3]。近代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中，海洋被抽象为一个荒野空间，是资本青睐的资源元素也

被塑造为一个以海通陆的空间走廊[4]，由此海权的战略意义飙升，海洋权力迸发出改变地

区和影响全球的力量[5]。进入现代，海洋则融入更多流动性、现代性因素，静态主权管辖

与动态海洋生态间的尺度错位带来新的治理困境[6]。数百年的海洋治理史中，始终隐匿着

陆地本体的权力政治运作，即海洋治理依赖于（同陆地一样的）分区划界和领域政治。

尽管当前海洋治理努力囊括更多复杂性，但治理方法依旧静态和单调。与此同时，人海

关系嬗变使人们普遍认为海洋“正处于危机之中”，亟需新的治理思维和监管框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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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代海洋治理技术的研究，主要来自为规划提供基础的自然科学和强调政策贡献

的社会科学，在更批判性认识和理解其本体论方面却留有很多空白[6]。近年来，越来越多

的学者开始思考海洋治理进程中的排斥，以及参与决策机制中的不平等权力关系[8]，突破

单纯思考海洋治理技术的枷锁，开始触及驱动治理方法的本体论问题，尤其是治理技术

背后的空间逻辑，其中标志性成果来自海洋政策和政治地理两大领域[9]。海洋政策学者认

为，多数海洋治理技术围绕着如何在流动海洋中划定刚性边界开展，虽然可以对部分静

态的海洋资源有效，但要实现高效海洋治理，就必须在时空上与拟管理的资源和用户一

样具有流动性[10]。政治地理学者则从理论思考发出共鸣：强调海洋是一个流动、多维和

不断变化的人地相关主体，纠正了地理学极少关注海洋主体视角的不足[2-4, 9]。为此，需要

一个认知转变，需要汲取更多对“陆地中心主义”反思的成果[11]。这方面的灵感主要来

自于将海洋视为实践和活力空间的非西方社会，如大洋洲群岛社区，海洋被视为一个重

要社交空间，通过赠送礼物的“Kula 库拉”系统变得有意义 [12]；波利尼西亚水手世界

里，水色、风向、飞鸟和浪涛的变化可以折射出海洋的方位、形态和性情[13]，等。这些

基于海洋生活的本土知识（Local Knowledge），对于启发我们全方位认识海洋、治理海

洋世界十分必要。

据此，本文以海南岛为案例地，主要借助田野调查方法，融入渔民生活，通过参与

式观察和深度访谈，记录渔民对海洋的感知和行为表现，用主客位结合的方式，总结渔

民视角下的海洋认知及其对南海海洋治理的启示，并据此对既有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重

新理解。自2017年以来，研究团队在琼东滨海渔业村镇开展定期调研工作，在远洋渔业

生计、涉外渔业纠纷和海洋本土文化等方面积累大量一手资料；2020年 7月—2021年 5

月研究团队首次对海南环岛与三沙离岛进行系统性调研。前期调研发现南海渔民群体具

有空间集聚且内部同质性高的特点，根据可进入性和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提供的南海渔业

船舶登记名册，将核心调查区锁定在文昌清澜、琼海潭门、儋州白马井和西沙群岛四地。

为获取客观而富有深度的访谈资料，本文将访谈工作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2020年7—11月，3次前往文昌和琼海进行田野调查，每次调查为期4~7 d不等，合计15

d。参与式观察渔民生产生活，涵盖渔民作业模式、渔货类型、船舶生活、应险对策；渔

民本土信仰、祭祀仪式、社交关系，等，观察发现以笔记形式转录成文字；对象选取采

用镇政府推荐和“滚雪球”方法获取，同时兼顾年龄、分工类型、从渔时间、配合程度

等方面的均衡，主要受访者信息见表 1。第二阶段为 2021年 4月 29日—5月 14日，依据

最新访谈提纲，调研小组开展回访工作的同时，逐步扩大访谈范围，前往白马井、西沙

群岛开展调研工作，合计16 d。鉴于三沙市对游客滞留时间的限制，研究团队在西沙选

择渔民代表时，采用居委会推荐与随机访谈结合的方式增强样本代表性，调查内容主要

围绕岛礁建设、生态护育、岛礁生活、军民关系等。为贯彻“最大差异的信息饱和法”，

尽可能地获得针对研究问题真实信息，本文还向边防管理人员和媒体人士了解海洋治理

现状和不同群体对南海的认知，其中符警官是荣获“爱民固边”国家级奖项的一线民

警，郑编辑和杨主编长期深耕于南海文化传播，因此具有良好代表性。调研期间形成的

观察笔记及访谈转录文本，在结合其他辅助素材（地方志、年鉴、政府报告等）基础

上，通过开放式编码将其打散，抽离出研究的核心概念，并分析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

从而形成本文的基本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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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洋本体

目前领域化（Territorization）已成为海洋治理的基本思维，即由国家或其他行动者
创建有界领域，控制其中的生命活动和资源[11]。事实上，空间划界模式是从陆地的领土
生产、领域化逻辑嫁接而来。作为一种典型的陆域治理技术，领域化源于“陆地稳健性
的预设以及适应人类视觉感知的纹理方式，使地表成为可分割和可控制的有序空间”[2, 11, 14]。
领土的“诞生”，就是通过陆地分界线和国家管辖区域的分野来实现的，并且在“领土与
土地”“治理与地表”之间形成常识性对应关系[15]。这种陆基本体论和领土的地理哲学精
巧隐匿在海洋治理中，甚至强大到难以觉察的地步。Campling等[16]曾将海洋管控的陆地
本体类比于陆基圈地的方法，并犀利指出，国家试图“抹平”陆海间的地球物理差异，
通过主权形式和从陆地经验中吸取的侵占模式对海洋实施领土化。例如海洋经历的三波
私有化运动：第一波与沿海国家获取领海相关，第二波民族国家通过拓展专属经济区开
发海洋资源，第三波则与设置海洋空间规划以及深海资源掠夺行为相关[7]。

近来，现代世界以陆地为中心的领域化实践，正在被“超越大地 （More Than
Terra）”的地理理论探索所挑战[11]。现代社会正日益将触角延伸到空域、底土、海洋、
沼泽等非陆土空间，这些空间属性以混沌和流变著称，颠覆了基于固态陆地设计的领土
规范[4]。其中，面对流动的海洋，Steinberg和Peters提出湿本体论[4, 6, 14]，从体积视角关注
流动、混乱但有韵律的液态海洋。然而，对海洋物质性的强调引发学者对其将陆海镜像
对立的担忧，因为这种二分法存在很多缺陷，典型是将海洋建构为空白“自然”，与陆地
厚重“文化”形成对比[17]。例如，早期渔业社区研究中，只有陆栖渔民才是合法研究对
象，而疍民、巴焦族等水上游居族群却常被忽视[18]。又如海洋保护区，将海洋作为一个
区域来控制，割断了自然与文化的关联，导致所谓巨型“水族馆的诞生” [19]。为此，

表1 主要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Tab. 1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key interviewees

编号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名称

陈渔民1

符警官

郑编辑

卢渔民1

卢渔民2

杨主编

郑渔民

齐渔民

张渔民

王渔民

李船长

符渔民

苏渔民

赵老板

陈渔民2

符保安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教育水平

小学

本科

本科

小学

小学

本科

初中

小学

初中

初中

本科

初中

小学

高中

小学

初中

年龄(岁)

32

36

42

51

54

43

68

71

44

42

38

51

70

45

24

21

籍贯

潭门人

文昌人

湖南人

潭门人

潭门人

潭门人

文昌人

文昌人

重庆人

重庆人

海口人

文昌人

文昌人

文昌人

潭门人

潭门人

访谈地点

潭门草塘村

潭门镇墟

海南日报社

潭门草塘村

潭门镇墟

海南大学

文昌东郊镇

文昌铺前镇

白马井港口

白马井港口

客船驾驶室

永兴社区

永兴社区

永兴社区

赵述村委会

新华家园

访谈时间

2020.7.10

2020.7.11

2020.8.22

2020.8.23

2020.8.23

2020.8.25

2020.11.8

2020.11.9

2021.4.30

2021.4.30

2021.5.01

2021.5.01

2021.5.01

2021.5.01

2021.5.01

202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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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s等[6]反思并倡导“超越湿性”的海洋，呼吁重视海洋元素的可变性及其影响，帮助

我们理解不断变化的人海关系的复杂交互作用。本文将这些“海洋本体论”的思考归纳

为以下4点：

（1）体积视角。海洋作为一个三维立体空间，同时具备表面与深度。尽管陆地也具

有类似属性，但在水中，这些属性在移动速率、节奏、转换性等方面有着独特性[20]。这

使得对空间资源的争夺不再是在水平面上进行，而在于不同深度水层，冲突源头持续在

移动，加剧了海洋国土管控的复杂程度。如海洋区域规划、绘制渔业认证区、公海深海

采矿分区等制图案例中，呈现出一种静态和控制、点和线的平面逻辑，一方面分区背后

的陆地本体持续遭到海洋生物地球物理化学作用力的抵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人类难以

掌握的流体本质和深海知识[7]。此外，海洋国土的管控取决于其体积的物理状态：液态海

洋的不透明性为权力投射创造了独特机会，潜行技术变革释放出深海空间的战略价值，

标志着在海洋空间践行领土权的根本性突破[4]。但如果关注水分子状态变化，海洋三维体

积就并非只局限于流体形式，海洋冻融促使海洋空间属性发生动态变化，从而产生领土

和资源的竞争、控制和冲突等现象。正如Peters[14]所指出的，现代国家体系的建立是以固

态陆地和液态海洋之间的“基本区别”为前提。当海洋以冰态出现时，会因季节性冻融

和漂浮移动改变国家与海洋的互动方式。

（2）非线性视角。海洋本体中时间是非线性、波动的，物质是易变、多孔的。直观

上，陆地作为一个稳定本体的世界，依赖于线性时间将历史清晰划分、界定为拥有不同

内容的物质层次和人类时代。地质时间标志着精确的、过程性的渐进变化，于海洋而言

却非如此。因为时间来自于运动，不同运动状态决定了不同时间知觉[18]。时间与海洋的

动态性紧密相连，人类无法完全通过科学的时间测量来捕捉海洋的混沌无序及其对人类

的影响[4]。如人们试图利用遥感快照划定“马尾藻海”的清晰边界，却持续被海洋涡流和

藻类生命周期无序性所困扰[21]；在太平洋垃圾岛的研究中，垃圾分解速度、环流方向与

气旋周期同样影响着科学度量的精度。因此Steinberg等[4]呼吁，应从复杂性视角理解海

洋的时间和物质，并就此提出“动态拼装（Dynamic Assemblage）”的概念，来借喻海

洋是人类、船舶、动物、涌浪、天气等各类独立构件动态拼装的“领域”[4]，而“领域”

的性质取决于不同构件的阶段性拼合（再领域化）或脱离（去领域化）。

（3）流动性视角。已有研究常把海洋流动性简化为抽象概念，并不关注海洋本身的

流体物质。但Ryan[15]认为海洋流态并非是单纯现象学，可以通过与人类互动共生而变得

活跃且生动。这一观点在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得到共鸣，前者验证了水是具有多重本

体论的对象，与人类一样具有主体性（Subjectivity）和能动性并能够与人类一起构建地

方[19]；后者强调水贯穿社会生活的各领域，必须将其视为“整体社会事实”[17]。这些以

水为媒介的思考将注意力转移到水的物理属性与社会建构的邂逅。在这层意义上，水流

既是一种独特自然力，同时也是由多重且复杂过程构成的拼装体[22]。在海洋中，流动性

具有多种形式，Cresswell[23]提出“流动性政治”，强调不同流动性在力、速度、摩擦、轨

迹和节律影响下会形成不同的权力政治，例如湍流破坏了平滑的线性运动，给海洋物流

带来混乱；横波的起伏，塑造了水手的日常作息习惯，等。这引发学者们对海洋流动性

更为深入的思考，其中Peters[24]对漂流的解读极具代表性，他将漂流概念化为各种越界的

主观状态和行为，解构了水世界流动性的多重政治内涵。

（4）非客体视角。长期以来学术领域内存在着社会与自然、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分

歧，这些二元论使人们把海洋想象成了被动对象[25]，面对海洋的流体性、移动性和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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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Steinberg等[4]鼓励人们承认海洋的主体性，同时倡导将海洋与人类放置在同等地位进

行研究。对于海洋主体性的思考大致有3点：① 海洋湿性通过渗透在或栖居或穿梭于水

世界的躯体中，超越海洋物理边界[6]，例如在全球食品产业链流通的海产品咸味，深入内

地的浮游生物的腐烂味，以及风吹过贝壳发出的声音，这些将感官体验与海洋湿性相关

联的过程，模糊了人与海洋、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界限。② 海洋可以超越传统地理意义

“海洋”的理解。从地球系统角度，强调海洋存在于行星过程，甚至行星外的网状组织

中[6, 11]。例如“海洋”通过水循环可以进入水圈、岩石圈、大气圈和生物圈，与人类生活

紧密联系起来，形塑着全球不同的文明形态。③ 海洋作为隐喻、海景、风貌融入到人类

生活中。海洋不仅通过元素变化超越了物理边界，而且作为一种隐喻融入到陆地人类生

活中，例如在海洋作为表征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塑造了一个超越液态形式的想象海洋。

3 基于海洋本体的海洋国土认知

随着人们试图超越陆域规范来理解国家对海洋的领土化效应，对海洋本身的物质性

愈发重视。然而，现有研究中海洋国土常被抽象为一个平面、静态和客体的空间，与自

然地理学的研究内容愈加分离。基于对海洋本体的理解，本文初步推断出与之鲜明对比

的体积性、流动性和物质能动性：体积性是对海洋平面制图的祛魅，导入三维面向的主

权和领土想象；流动性是在倡导一种以流动、循环和流体不稳定性为基础的政治本体；

物质能动性意在挖掘非人类生命与物质具有的政治与伦理意义。学理基础上，三者呼应

了当代地理学主张恢复唯物主义并向着世界的生命活力回归[3, 14]。内在逻辑上，三者均发

轫于海洋物质，既相互平列，又部分交融，撬动并释放了受陆地规范束缚的“时间、空

间和运动”的张力。以下，本文将从三个维度具体论证对海洋国土的认知。

3.1 海洋国土的体积性

领土是三位一体的概念，即土地、居住在土地上的人，以及可以管理该土地与人口

的政治制度，这一定义在规范性层面并无问题，但在现实世界中，却忽略了土地背后的

地球环境的复杂性[11]。例如，许多领土测量技术试图将体积国土绘制成平面图，但地球

外营力经常使界河变迁或界山后退，使得界线实态与地图不符，造成跨国或跨地方纠

纷。自2002年Weizman[26]提出“横切景观”的垂直性政治，将领土概念从二维平面转变

为三维体积之后，开启了政治地理、城市地理与环境研究的体积转向。就海洋国土而

言，有三方面值得借鉴和思考。

其一体积安全。长期以来，主流地缘政治的论述较注重在平面跨区域的国际关系，

但明显忽略了垂直面向的海景与领土变化，这表现在各国把海洋简化为平面几何空间，

在二维表面上将其切割成离散区块的拼合物 [27]。但是在海洋本体下，权力是通过三维

（高度和深度）或体积来行使或分配的，各种国家治理策略支撑了海洋是一个体积地缘政

治空间的观点[28]。例如近年来各国争相开发海底油气资源，争夺洋底地物命名权、划定

防空识别区，甚至人造岛礁等，这些看似孤立的活动，都是争议国家正在试验主权的体

积延伸，颠覆过去只能通过平面边界划定主权的观念，表明国家可以采用各种策略，以

海洋的各种物质形式为其划定领土。因此当代海洋国土研究需要一个三维体积的视角，

从确保平面安全转移到捍卫体积安全[26]。

其二容量政治。容量一方面指特定有界物理空间内“X （人或物）”的最大承载容

积，另一方面也指维持容积的资源密度或质量[29]。从密度视角，容量政治可以通过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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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空间被填充“量”的密度来理解。近年来中国通过渔民转产转业和休渔制度纾解南
海渔业问题，便是这一思维的现实写照。从质量视角，可以将容量视为“能力”来考
察，即给定的容量可以在不同场景和空间中被修正或拓展[29]。比如在南海不仅有军舰、
飞机等“硬”形式，也有旅游、渔民等“软”形式；不仅包括法定占领区（岛礁）等

“强”控制区，还包括公海、自由航道等“弱”控制走廊，凸显出海洋容量的形态多样
性，这种情况下，海洋不再是国家间“零和”竞争的主权空间，而是可以根据情势和目
标调整其重要性和变通控制形式的“可计算”空间。

其三分级体积。体积国土强调重新考虑主权、物质性和领土想象，激发了对海洋边
界新的理解方式。Ong[28]根据“分级主权”提出蓝色领土化，即将海洋空间分割为一系列
主权区间（Zone），从潮间带、领海、毗邻区到专属经济区及其外延区，再到公海越来越
具有体积特征。不同海洋区间具有不同物质性，如不同鱼类迁徙路线和不断变化的渔业
资源，这要求国家在行使主权时采用不同的技术和生态手段[16]。此外，从过程性视角，
陆海交错带因其中间性而成为与陆、海并列的第三空间。这些区域具有复杂空间性，充
斥着“国家和非国家，人类和非人类主体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力量激烈的领土
化争夺”[29-30]。Krause[31]将其概念化为两栖性，并从波动性、湿性和节律性等物质视角诠
释间隙地带的水文社会性特征，在水人类学中，两栖性还被赋予了超越“陆地本体与海
洋本体之间不可化约”的隐喻意义，即在不同世界之间移动和联系的能力[32]，为洞察人
与自然系统间的关系提供了有效框架。
3.2 海洋国土的流动性

资源和环境是地理学研究海洋空间的两大主题[7, 10, 14, 16]。现代民族国家在毗邻海洋空
间中有着持续的战略利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勾勒出当代划界治理的全球规范性框
架。尽管国际社会倡导在理性划界中实现增长和发展的愿景，但这一规范本质上是陆域
治理思维在海洋空间的延伸，以边界形式主张对海洋资源的所有权[7, 14]。这种以威斯特伐
利亚思想为基础的国家主权实践至少存在着三方面缺陷：① 以陆地历史将海洋想象为一
个等待被殖民、征服、占用和开化的“荒野边疆”，抹去土著群体和地方性知识；
② 不同区间（或空间层）被赋予不同主权效力，加剧海洋资源所有权的混乱（图 1）；

图1 领土主权和海洋区间之间关系
Fig.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and maritime z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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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法律—政治—管理边界”与“鱼类和渔民的生态或社会文化边界”之间空间不匹配

造成制度漏洞。事实上，海洋环境的流动性对海洋管理、保护和开发产生了更加复杂的

影响。

首先，各国将海洋视为等待开发的“资源边疆”，反复上演的海洋资源领土化将资源

控制与国家治理、政治管辖和权力实践关联起来，其依据便是海域边界线及不同地图投

影的有效性[33]。然而，海洋的物质性、瞬时性和动态性之间的交互作用，挑战着源于陆

地领土权概念的静态边界思维。例如悬浮在水体的渔网可能越过“水准面”制图投影的

边界线。深海采矿过程中，海底污染物会随着洋流扩散到多个国家管辖区等[34]。其次，

流动性在海洋生态保护中同样重要。以圈地和私有化的空间逻辑来管理“海洋作为资源

边疆”的尝试，与国家以环境保护名义建立海洋保护区的干预相吻合。长期以来生态保

护被看作国家的权力实践，本质上是将环境保护与国家领土化相结合，导致保护过程中

政治暴力日益成为领土政治和国家权力再生产的标志[7]。比如近年来南海沿岸保护区内，

当地人的海洋偷猎及走私活动与政府的保护议程冲突不断，凸显出海洋流动性和生态保

护、国土安全之间的紧张关系[34]。

然而，从海洋本体出发，不应将海洋国土治理简单视为“去边界化”，而应考虑到

“再边界化”过程：一是多重流动性。海洋国土不仅包括跨国流动性（资本、知识和权

力），还包括特定资源流动性（水、鱼类、船舶等）。由于海洋中处于运动的各种人类和

非人类具有不同特征，海洋流动性实际状况极其复杂。海洋本体对多重流动性的强调是

一种认识到各种非人类要素物质性的方式，例如不同鱼类的洄游路线，涉及到不同国家

渔业或保护策略。不同海洋区间也有着不同流动模式，例如陆海间隙带，由于天体运

动，潮汐有节奏的扰动两大地球物理空间，对于当地人类社会和自然系统来说至关重要[31]。

因此，海洋治理是否有效取决于国家对不同非人类或海洋区间的具体流动性的反应。二

是流动的国家权力。与陆地边界展演相对固定地国家领土权不同的是，在管理流动水体

或洄游性鱼类时，国家不仅自身必须重新设计海洋治理的合法性，而且还必须采取更灵

活的主权行使方式，以便更有效地控制海洋空间[9-10]。正如Hung等[29]指出的，民族国家正

以流动权力的形式出现在海洋空间中，它们与非国家行为体合作以对海洋施加影响力。

例如，南海争议国将渔船武器化，使其成为行使国家对海洋空间主权的流动基础设施，

以及向国民开放南海争议岛礁的“爱国旅游”，利用游客在海上的活动彰显本国主张等。

3.3 海洋国土的物质能动性

超越人类是近年来欧美地理学界重新审视社会与自然关系的重要理论思潮之一，旨

在通过“非人类能动性”讨论彰显自然的主体性，其中非人类概念包含从自然到技术的

所有物质，“能动性”是指人类或非人类主体影响“他者”或被“他者”影响的能力[35]。强

调海洋物质的能动性可以洞悉海洋世界中人类与非人类之间互动共生的复杂“网络”，突

破社会与自然、主客二元的传统认知。从海洋本体视角，可拆解为3点进行考察。

（1）海洋物质能动性强调非人类世界的内在物质能量，关注海洋中非人类要素的活

力及其参与世界构成的角色[36]。例如海洋蕴含的诸多“活力”形态: 紊乱但又有节律的潮

汐；海水的色彩、厚重和跨态性[4]；流体中各类非人类角色，如矿物、鱼类、藻类和昆

虫，及流栖往复的船舶、冲浪板、垃圾等物态[6]。另外由此衍生的一点思考是，尽管超越

人类的核心贡献在于强调人与非人对世界的共同创造，即自然对人类施加权力，反之亦

然 [25]。然而，当考虑海洋巨大物质能量时，人类世界与非人类世界之间关系是不对称

的。作为一个法外空间、潮湿空间、流动空间、动态空间，多数情况下人类难以向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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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权力[36]，例如渔船在三维海洋中晃动时，渔民无法抵消这种持续不断的力量，只能

通过操作实践避免船只倾覆。

（2）海洋物质的能动性对自然—社会的思考及关联方式也会产生不同影响。例如在

海洋资源管理中，科学知识与土著文化常发生冲突，其根源在于对非人类要素能动性理

解的差异。对于强调理性的科学知识而言，非人类的能动性指异质行为者之间的网络和

关系效应，即每个行动者存在的意义取决于与其他行动者彼此之间的联系[25]。但对于土

著群体而言，非人类生命和物质天生具有灵魂，这使得非人类成为权力主体，具有破坏

或超越人类秩序的能力。比如在渔民眼里，某些巨大、怪异的珊瑚结构，或水流撞击的

海沟（如南沙鬼喊礁）会被认为是神灵的家园，凸显出渔民朴素的自然观。不仅仅是科

学和文化，身体的反应、感觉和情绪也是理解能动国土的重要媒介。例如渔民沉浸在海

洋中时，会感受到海洋是一个漂移空间[4]，在这个过程中，身体的生理变化与多感官体验

与陆地大为不同[37]。此外，通过各种媒介还可以营造出一种离岸情感政治氛围[36]，比如

边防民警常常能从卫星电话的音讯中听见西南沙渔民们的诉求与海上风雨声，感受到海

上捕捞的艰辛，以及面临自然灾害或他国军警非法抓捕时紧张绝望的氛围。

（3）海洋物质的能动性还可以从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中体现的时间性来理解，即身

处海洋或与海洋相关人们的时间感。在海洋中，大气圈与水圈因其交换速度较快，使得

人与大气圈、水圈的互动不同于变化速度慢、时间跨距大的地质时间。比如去往西南沙

途中，渔民必须敏锐察觉环境的细微变化，在风向潮水的瞬变中做出正确决策。在潮间

带、岛礁等间隙带，时间便有了节奏。水陆关系在多条时间线上而非单一线性的过去与

未来，人、水和土地之间的关系有节律地出现，意味着一种水来了又走，陆地出现又淹

没，水的主导作用推动着间隙地带社会生活的脉动[38]。当然，水陆变化与渔民的生活之

所以产生共鸣，主要是通过对捕鱼活动的环境变化应对实现的。如西沙驻岛渔民熟练掌

握着本区域海产的季节性分布特征，并依循潮汐变化相应安排落潮“行盘”和涨潮“下

氧”的生产活动。

基于上述讨论，破解海洋治理背后陆地本体及其领土政治的一个关键就是从海洋本

体出发。虽然目前南海海洋国土治理的讨论逐渐集中在如何去领域化，但海洋的地球物

理化学作用力对于治理实践的影响却鲜有人关注。下一节，本文通过整合海洋本体、南

海国土认知与本文观察到的具体实践来回应这一关切（图2）。

4 基于海洋本体的南海海洋国土治理

4.1 体积安全与岛礁扩建

海洋本体强调时间是非线性、突变性的，探索海洋国土必须摆脱缓慢、线性地质时

间的意识束缚。近年来各国在南海努力强化基建，争夺未来竞争的制高点[39]。这种时间取

向与南海争议国竭力构筑历史与法律证据链形成鲜明对比，后者严重依赖于档案材料和

法律判例，但这些许多来自前殖民时期或殖民时期的“证据”是存在问题的，高度选择

性的操作助长了“国家”的历史虚构[27]。因此思考想象中的未来在领土争端中扮演的角

色，可以更加深入了解充满争议的历史中被忽视的层面：通过尚未建成的基础设施实现

国家领域化。这也解释了为何先发制人策略在南海领土争端中扮演着如此关键角色[39]。

在众多海上基础设施中，岛礁因其战略性和法理性备受关注。因为特定礁体的基础设施

建设可以将一国主权和不同形式管辖权扩展到更大圈层体积，产生不同类型的国家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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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从而重塑国家地缘机体。近年来，南海紧张态势骤升，各争议国为了强化在南海的

未来存在，采用了一系列产生主权和管辖权的实践来巩固各自利益：间接战术包括定期

派遣士兵到各海域巡逻，将船舶锚固在水下地物上，或者直接在占领地物上进行视觉监

控，以宣示对周边海域的主权；直接战术则是国家通过土建工程人为改变岛礁现状，扩

张陆域面积[40]，遂行国家考量的立体战略部署。

事实上，岛礁扩建作为一个当代法律—政治问题诱发了地缘政治新想象。一方面超

越了以类似绘图方式“确定”海洋边界，以及与之相关的偏平、横向的地缘政治视角。

对于国家政府而言，在体积空间中，冲突通常是阵地战，其中各方都试图重新配置地

形，以威慑对方不要卷入武装冲突。从海底抽取的海砂作为一种介质，被构建为海上所

有基础设施的基底，使地形既清晰又可控制。这种将海洋体积折叠为二维领土，利用平

面控制体积，涉及到未来完全控制争议海域的可能性：即通过以点牵面彰显主权存在，

并在未来最终促成实际领土轮廓与制图表征的地缘机体相吻合。另一方面，从海洋本体

出发，海床作为抽砂地点，是“水面”以下的“地球表面”，然而这一“表面”是通过在

其他事物中的相关性来定义的：海水在海底流动，冷却来自海底岩浆，形成海底地质

层，所以抽砂工程的“对象”是动态循环的，海洋是由（三维）空间性和（四维）时间

性共同定义的力量集合。因此，岛屿建设之所以引发争议，与其说是法律意义的模糊

性，不如说是传统地缘政治向地球物理政治过渡的可能性，因为岛礁扩建证实了地球物

理过程会改变地缘政治。

首先，岛礁建设是空间政治。抽砂过程并非仅仅发生在海底，也穿过水体与海面共

同运作。疏浚船舶通过水下绞刀切碎海底地质，将海底混合物经过吸泥真空管吸入泵

体，经过排泥管输送至排泥区。在这一过程中，水既是提升疏浚物的介质，也是系统运

行的动力来源。海底抽砂技术不仅与绞吸采挖设备相关，还包括“计算、可视化和控制

体积”的三维技术[11]。为了优化岛礁扩建方案，岛礁水域及海底空间需要勘察、计算并

呈现为可视化的体积空间。GIS、水深测量、水化学、钻探取样、地球物理和电磁学等

图2 海洋国土与海洋本体的关系
Fig.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itime territory and ocean on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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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用于明确采挖点和环境论证，每一个都涉及与不同物质（水、紊流、海床、潮位等）

交互作用，海洋被重塑为一个可读性的“技术文本”。当然，最终目的在于实现主权的

“未来存在”，国家通过工程技术将权力延伸至海底。

其次，岛礁建设是时间政治。从资源具有政治性这一前提条件出发，海洋地质实际

上是岛礁扩建的政治基础。南海各国试图通过工程技术加速或减缓海洋地势的形成“时

间”，无意中涉及到海床的深层地质时间。在海床上抽砂意味着破坏地质时代形成的海底

层序，通过连接水面船体的输送带，短时间内将海底混合物泵到上千米外指定地。这种

营造领土的体积技术形成一种独特的海上工业时间，崩解了对自然时间的认知。在南海

围绕着岛礁扩建形成了独特的时间景观，即工业时间和自然时间相互渗透并共同构成一

个充满矛盾的整体，两者都很重要却缺少弹性。因此，为了治理海底地质结构破坏所引

发一系列反作用，如珊瑚礁生态系统退化、物种多样性锐减、岛礁淡水透镜体失能，亟

需理顺人类社会与自然系统的互动关系，彰显并尊重自然海洋的主体性。

4.2 流动性管控：生态—政治互动

体积技术扩展了国家领土控制的要素，将原本面积狭小、自然条件恶劣的非宜居地

物领土化，从而产生更多排他性领土空间。然而，鱼类和渔民的流动明显是在去领土化

基础上进行的，南沙岛礁近岸海底营养盐上涌导致附近海域渔业高产，渔民逐鱼而迁的

时空动态反映出海底与水面在短时间内的互动，不断生成的生产空间与岛礁扩建的防御

空间相冲突[41]。不仅如此，海洋本身的性质，即所涉及的法律多重性空间，以及海洋本

身的物理构成和物质属性，也对国家的海上流动性管控提出了严峻挑战。

流动性监管。南沙海域各方势力犬牙交错形成了“法律多元主义”，即实体在多个法

律体系下运行，法律秩序的重叠使空间的使用和控制复杂化[42]。一方面，法律模糊性为

不受控的海上转载提供了机会。转载是将货品在不同渔船间转移，当转载发生在海上

时，确保渔货的合法性变得难上加难。因为无论从物流还是技术角度，要监控转载渔货

并且清楚追溯到某一次的捕鱼活动都存在难度，同时渔货透过转载规避港口检查，不仅

“洗白”非法业者的违法活动，而且转载渔货的安全性也成为陆上防疫的重大隐患。另一

方面，法律模糊性混淆了执法标准。这在与海上漂流相关的流动性中尤为明显。在海风

和潮汐推动下，不同海区作业的故障渔船，往往会不受控飘向或“有意坐滩”在争议岛

礁。尽管“漂流”行为在主权极其敏感的南沙海域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在国家将海洋建

构为暴力和排他的领土想象中，非本国渔船代表着混乱和威胁的性质。但漂流的政治性

还在于海洋运动的力量，以及船员们无法抵抗或驾驭它的能力，叠加着人道主义色彩。

由于难以研判漂流渔船的多重身份及其真实意图，海上漂流遂成为各国在南海遂行灰色

地带影响力的工具。

垂直监管。使得海上流动监管复杂化的不仅仅是法律交叠性，海洋的物质或物理构

成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海洋流动性及其对监视技术和手段的塑造，使得海上监视变得更

具挑战性。与陆地利用监控探头的全覆盖，建立全时域治安防控网不同，由于海洋水力

特性，长时距监控难以实现。一方面海上缺乏为连续监控提供平台的固定地物，另一方

面即使存在也无法保证是最佳监视位置。因而，海上监控更多依赖于管理人员的机动

性，他们在海面不断位移以捕捉和记录各类流动现象。近年来，飞行技术带来的空中凝

视为政府船的机动性部署提供了便利。垂直监视技术的全景敞视，不仅削弱了海洋的

“地形摩擦”，而且也弥补了政府船缺乏纵向监视的不足。但垂直技术并未彻底解决海上

监控缺乏连续性的问题，在特定岛礁海域，政府船依旧无法做到随时随地存在。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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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监视不再是强调持续性而是针对潜在威胁进行重点布控的点轴模式，产生出局部和

分层的主权图景。

深度与尺度。海洋物质性具有削弱或增强人类能动性的力量，渔船将其转化为抵制

政府海上监管的“工具”。一方面，海洋空间的巨大尺度意味着国家很难即时掌控所有活

动，虽然近年来飞行载具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船载监视的纵向视角，但海域面积的辽阔以

及“非法”船舶的甄别问题带来新的技术挑战。这是由于海面缺乏参照物且反光强烈，

飞行控制界面会从各类地理色斑变成毫无识别度的单一蓝色，并且有时复杂海况或天气

也会扭曲声波传感器和影像定位系统，导致无法判别非法渔船。另一方面，海洋深度也

会影响海上监管工作。三沙海域底部暗礁林立，水团交叠极其复杂。大型海警船难以在

礁盘浅水带行驶，相反，机动灵活的渔船非常适合穿梭在礁盘中作业。在被驱离过程

中，“非法”渔船往往将航线设计、船型灵活性以及海底地形相结合，在政府船易搁浅的

浅水海面或险滩环礁航行，或者绕着礁盘与政府船“躲猫猫”，以此规避国家的管制

企图。

4.3 信息转译：时间、因果关系和信仰

国家对渔民流动性监管不仅要面对海洋水物质性的直接挑战，还必须调和渔民生态

伦理思想与现代科学精神之间的张力关系。近年来，非法捕捞愈演愈烈，南海生态和渔

业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国家一方面加强海洋国土执法管控，另一方面也积极开展基于社

区的海洋资源管理办法。为了让当地渔民参与到海洋保护实践中，保护人员向渔民群体
提供各类旨在促进海洋保护的培训、教育和技能[32]。尽管渔民群体被视为开展保护工作
的天然盟友，但社群及其资源利用实践的“想象”和“现实”之间常常出现脱节，爆破
捕鱼、砍切珊瑚、采挖砗磲、走私珍稀物种等非法和破坏性活动屡禁不止，因此将环境
问题单纯归因于渔民缺乏科学知识是有问题的。从海洋本体出发，渔民与保护人员之所
以缺乏共同立场，根源在于海洋物质能动性对不同群体文化心理的影响。

时间与因果关系。保护人员通常将个体/群体接受延迟收益作为遵守法规的理由，即
短期禁捕的损失将会被长期收益所弥补，并通过溢出效应累积到渔业社区中[18]。尽管这
一观点有着充足证据，但从现实观察可以发现，延迟收益与渔民所持有的时间和因果关
系的基本概念并不相符。渔民并不是以线性方式感知时间流逝，而以一种反映潮汐运
动、月相盈亏或者季风变化的循环方式来感知，这对渔民生态伦理产生了重要影响。于
他们而言，不需要去理解事件之间的因果线性关系或“优先序”，即时间是由一系列不相
干事件构成，不涉及前因后果。在这一时间概念中，线性连续性和因果关系的缺乏对海
洋保护产生了显著影响，因为这意味着当前渔货是现在而非过去努力的结果，未来的渔
获量将取决于未来努力，而不是任何当前行为。这种割断因果关系的观念否定了限制捕
鱼的科学理由，渔民对于海洋保护认可度低也就不足为奇了。

精神信仰和挖礁采壳。海洋物质能动性不仅影响着渔民的时间观念，还形塑着渔民
的精神世界。近年来，潭门渔民因采挖砗磲被推上风口浪尖，几乎所有研究都将矛头指
向监管漏洞与非理性，但这种调查并不完整，因为没有注意到精神信仰的细节及其对挖
礁采壳的意义。土著本体被描述为各种存在相互关联的关系性理论，人类并不优于自
然，自然也不是为了服务人类而存在[18]。这种信念使土著人民形成了一套复杂的习俗制
度、法规和禁忌体系，以此影响并约束自身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在潭门社会文化中，珊
瑚礁是渔民的作业场所和信仰中心，承载着厚重的记忆和情感。这种精神认同对于调和
资源利用与保护间矛盾具有积极意义：例如渔民会根据盖庙和祭拜先后来分配捡拾砗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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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先权；也会种植椰树和麻风桐，帮助岛礁阻隔台风袭扰。信仰是族群文化中最为深
层次的结构，偶然或短期影响并不足以改变，但如果与生计勾连，就会极大削弱其对渔
民的约束力。过去几年间，砗磲的商业化彻底改变了潭门渔民的生计模式，尽管有渔民
担忧挖礁采壳会打扰祖先，更隐晦地指向可能招致自然报复，但反对者坚称埋在海底的
死体砗磲只是一堆石头，是祖先“给予的恩赐”。当谈及鱼类因珊瑚礁破坏而减少时，不
少渔民认为，鱼类只是洄游到深水区或其他海域，而且鱼类繁殖很快会超过礁体破坏所
造成的损失。这些观念人为割裂了砗磲、礁体构型和生态系统的关联性，否定了渔民对
资源枯竭的责任。因此，要使海洋保育政策真正获得社区支持，不同“世界”间有效地
信息转译是基本前提。

5 讨论与结论

本文批判性解构海洋治理背后的陆地中心主义和领土/领域化逻辑，通过文献梳理辨

析海洋本体论蕴含的新内涵，结合南海治理实践，阐明了海洋国土的 3 个特性，即体

积、流动和能动，为多领域的海洋研究提供了交叉融合与对话的基础。基于质性研究方

法，对南海海洋治理实践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探讨和政策解读，所得结论如下：

（1）岛礁建设是四维地缘政治。岛屿建设被传统地缘政治对国家间关系的关注所框

定，本文认为将海洋概念化为时间与三维空间邂逅的四维时空，可以更准确的理解岛礁

扩建与地缘政治的未来。在南海，岛屿扩建代表两种时间性：一种是面向未来的想象功

能。国际关系宣称国家是“固定主权空间单位”的神话[43]，但岛礁扩建表明海砂是国家

在南海发展权的保障，通过改造海洋地势可以闪变国家地缘机体，成为南海领土化的新

兴现象及核心驱动力。另一种时间性表明领土是由人类和非人类世界的互动产生的，弥

补了将领土生产单纯作为国家主导项目来理解的不足。海洋领土化是计算三维空间的过

程，包括在海床、海水、地质、生态运行的多条时空线，创造出地质空间和时间的转

移，定义了海洋领土的生成。

（2）流动性监管是海洋国土管控的新课题。本文批判性反思海上流动监管的实践，

明确将海洋地球物理特性作为一个新的分析维度。在南海，面对各国管辖权交叠，舰载

水平监视的传统策略愈发难以奏效，国家开始将垂直监管作为管控非法流动的新途径，

试图通过垂直凝视改变流动监管的权力几何。但研究发现，由于海洋物质的能动性和技

术感知范围的局限，人类对海洋的感知仍存在大量盲区，人海关系中海洋仍是强势的一

方，这与陆地强调人类与非人类相互缔造的关系截然不同。作为一种弱者的适应策略，

渔民利用海洋尺度和深度、颜色和纹理等物质性规避政府船的监视，驳斥了“海洋是一

个暴露、可见的均质空间，在海上流动性监控中不可藏匿的”传统观点。

（3）海洋国土治理亟需重视“地方知识”。近年来的海洋政策也强调要设计适应当地

社会文化背景的管控和治理措施，但就南海而言，目前的现状并不乐观。研究发现，渔

民群体的世界观及其关于“世界创造”的实践，与工作人员强调科学的知识传统截然不

同，二者间仍有较大的鸿沟。工作人员由于未能准确把握渔民的心理和认知，从而导致

工作受阻。为了使海洋国土治理有的放矢，富有成效，亟需加强渔民和工作人员间的信

息转译，即沟通不同本体或世界观，调和由于认知不同所导致的治理冲突与矛盾。

在思考当前和面向未来的海洋治理的背景下，回顾并检视南海海洋国土隐含的陆地

本体和领土化逻辑正当其时。长期以来我们对世界的规范性认知是基于坚固陆表，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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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流体构型而被边缘化，南海治理不可避免陷入陆地中心主义。但海洋并非是一个物质

的或隐喻的空白，而是人类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转型过程中同等重要的地球基底。本

文将南海置于海洋本体中，提供了一个通过海洋本体重新思考时间、空间和运动的海洋

及海洋国土的认知框架，可以为多领域、综合性的海洋研究提供共通的概念基础。本文
作为初步探索，期待未来进一步拓展基于体积—流动—能动的海洋国土治理研究与实
践。例如，如何利用渔民人文价值体系和跨地域社会网络，设计更具弹性的海洋保护政
策？海洋国土治理在海砂跨国交易和国土再造背景下如何摆脱Agnew所谓的“领土陷
阱”？岛礁、潮间带等两栖空间，人类与非人类如何在互动中组建行动者网络？这些问题
都尚待持续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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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the ocean has been located at the edge of the society, and the ocean
governance inevitably falls into the terrain-centrism. This paper criticized the marine territorial
governance of terrestrial ontology and its territorial logic, and constructed the ocean as a four-
dimensional space-time where volume space meets dynamic time. It pointed out that the ocean
was multi- dimensional, fluid, nonlinear and non- objective, and constructs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ocean territory,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volume territory, mobile territory and
dynamic territory. Furthermore, it is applied to the theory and policy cognition of maritime
territorial governanc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SCS), reconstructing the concept of "time, space
and movement" that has long been shackled on the land norms, and responding to the new
materialist orientation of cultural and political geography.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In terms of
volume control in the SCS, island expansion is an effective strategy. The expansion of islands
and reefs has folded the volume of the sea into a two- dimensional territory, controlling the
three- dimensional space by flattening it, and changing the geographical and spatial nature of
the SCS. (2) In terms of liquidity control in the SCS, due to the fluid, scale and depth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a, as well as the ambiguity of the legal boundary, it is more complicated
to maintain maritime security in the SC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the
corresponding regulatory strategy to control illegal liquidity. (3) In terms of the dynamic
management and control in the SCS,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fishermen's unique ecological
ethics, and the dialogue between different ontologies and information translation should be
considered for marine protection, so that the protection behavior can be more closely integrated
into the local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This study provides a critical perspective for marine
territorial governance from political geography and promotes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in human geography.
Keywords: terrestrial ontology; marine ontology; marine territory; land reclamation projects;
territorialization; South China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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